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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需要依靠其强制力量得到公众的信任

与支持。然而,在经历内战的后冲突社会中,国家安全部门受到严重冲击,

战争中兴起的非政府武装可能持续产生影响,国家被迫与其他非国家行为

体竞争向公众提供安全,重建国家安全部门合法性的努力因此面临着复杂

多变的形势。本文利用13个国家在2000—2019年的17场内战后展开的

23项社会调查、共35035个个体样本数据,基于有序logistic分层线性模型,

探讨了后冲突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公共安全替代供给者对公众的国

家安全部门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反政府武装、亲政府武装、传统社会组

织等安全服务替代供给者都显著削弱了公众对警察部门的信任。进一步的

异质性分析表明,亲政府武装对军队信任的削弱作用在个体安全感较低的

公众中更强,而传统社会组织对公众的警察信任的削弱在其组织成员当中

更明显。在后冲突社会中考察各政治行为体对安全供给的竞逐以及公众对

国家信任的重建,对于理解内战后安全秩序动态、发展国际安全援助与合作

的在地化实践、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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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国家安全的稳固离不开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这要求公民基于同意而非

恐惧或利益的认可。只有当公民足够信任国家安全部门,才会自愿放弃使

用武力保护自身的权力,同意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避免整个社会陷入暴力的

循环。① 因此,充分把握公民信任或不信任国家安全部门的原因,对提高国家

安全水平,特别是提升后冲突社会中的安全与稳定、实现世界和平格外重要。

既有对公民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研究或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视

安全服务绩效和程序合法性,主张公众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受国家所提

供的安全服务质量的直接影响②;或倾向于政治文化范式,强调政治效能感

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公民信任的影响③;或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探讨公

众与政府接触过程中异质性的心理和行为特质对其信任水平的影响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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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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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研究多基于和平或发达国家,在被内战(Civil
 

War)蹂躏的国家,政府

努力提升公共安全服务质量、改善社区秩序、增加与公民良性接触,却难以增

进公民对安全部门的信任①,这对已有的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理论带来挑战。

本文认为,产生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对国家稳固(State-Consolidated)

地区的关注使已有研究默认了国家是公共安全服务唯一的提供者,掩盖了

现实中许多国家无法有效垄断公共安全供给的事实。在内战国家或有限国

家地区(Areas
 

of
 

Limited
 

Statehood)中,公民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可能受

公共安全服务的替代供给者的干扰;政府权威受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和

制约,中央政府缺乏贯彻执行决策、合法垄断暴力的能力。② 但是,这些社会

并不总是处于无政府或无人管辖的状态。③ 在这些地区,暴力成为权威与秩

序的来源④,非国家行为体也掌握暴力,在其控制范围内有可能代替政府提

供公共物品并治理社会。研究发现,印度、秘鲁和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反政府

武装会在占领区内提供安全、教育和医疗等公共物品。⑤ 传统社会组织和地

方权力网络所代表的地方秩序,也在其控制范围内以非正式规则、社会协调

模式解决集体行动和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例如,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尼日利

亚的传统社会权威确保了贫困地区的安全与发展。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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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捕捉国家无法有效规制社会的情境下,与政府竞争提供公共安全服

务的非国家行为体对公众的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影响,本文以爆发过内战

的后冲突社会(Post-Conflict
 

Societies)为背景展开探讨。内战削弱了后冲

突社会中的国家能力,滋生出更多非政府武装。尽管战争具有促进国家发

展常备军、整合与垄断暴力、强化国家能力的功能①,但内战对于国家建构而

言是一种“错误的战争”(Wrong
 

Kind
 

of
 

War)②。这是因为内战可能导致国

家分裂,造成一国物质与人力资源的内耗,会直接损害国家经济和武装力

量,严重削弱国家垄断暴力的能力。③ 内战后,政府期望通过安全部门重建

与改革以巩固权威与秩序,但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政府强制力水平下降

给非政府武装带来活动契机。战时双方军事动员导致战斗人员激增,也为

非政府武装在战后持续发挥影响提供了可供招募的人力资源。此外,政府

在地方社会重建权威的努力也受到传统社会组织的挑战。当国家依靠警

察、法院等代理人在地方社会执行成文法律法规时,可能与借助传统习惯法

提供秩序的传统社会组织产生摩擦。国家要重获公众对其垄断暴力的同

意,势必受到这些公共安全的替代供给者的影响。因此,经历过内战的后冲

突社会是探索国家安全部门信任与非国家行为体间关系的理想背景。

本文以13个国家在2000—2019年的17场内战后展开的23项社会调

查、共35035个个体样本数据为基础,建立有序logistic分层线性模型

(Ordinal
 

Logistic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检视了后冲突社会中非国家

行为体作为公共安全服务的竞争性供给者对公众的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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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研究发现,非政府武装(无论是反政府武装还是亲政府武装)和传统社会

组织等安全服务替代供给者将在不同程度上削弱公众对警察的信任。进一步

的分析发现,亲政府武装对军队信任的削弱效应在个体安全感较低的公民中

更强;传统社会组织对公众的警察信任的削弱效应在其组织成员当中更明显。

二、
 

国家安全部门信任与公共安全产品的竞争市场

一般而言,公众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水平取决于政府安全服务质量、

政治和社会文化、公众自身的心理特质和与政府接触的经历等。然而在后

冲突社会,国家需要与非政府武装和传统社会组织竞争向公众提供公共安

全服务的机会。因此,公众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同样可能受到这些替代

性安全供给者的影响。

(一)
 

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来源

既有对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研究主要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政治文化

和认知/社会心理学三种分析路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假设个体追求自身

效用最大化,将制度视作人为设计的、塑造人类互动模式的社会博弈规则,

主张公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源于制度绩效与程序正义。这其中,国家安全

部门信任的制度绩效说认为,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能增进公众对政府的

支持①,因此公众更信赖能够有效保护公众安全、维护社会安定的国家安全

部门。基于发达国家的调查揭示了社会秩序失范、不文明行为与低警察信

任水平间的相关性,为制度绩效说提供了实证证据。② 相较于制度绩效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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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服务结果的重视,程序正义说更关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公正合法。①

政府提供符合程序正义、尊重公民、便于公民参与的良性接触渠道,能够显

著促进公民对政府部门的信任。②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范式默认公民对国家

安全部门的信任会随着安全服务质量和过程的改善而增加,但这一理论忽

略了公民本身对公共服务的预期和相对剥夺感的作用。一方面,只有当服

务质量的提升达到公民预期时,其信任才会提升;另一方面,公共安全服务

的不公平分配,可能有损公民对安全部门的评价。③ 这一理论还忽视了归因

过程效应(Processes
 

of
 

Attribution)的影响。如果国家之外的行为体与国家

同时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只有当公民将安全服务成果归因于国家而非他者

时,才会增强对安全部门的信任。④

相较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客观制度绩效与程序的关注,政治文化的

分析路径更强调公民个体层面的主观政治态度与观念的影响。已有研究发

现政治效能感与安全部门信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那些自信能影响政治

制度和政府决策的公民往往更信任警察。⑤
 

如果公民国家认同感强、政治信

任水平高,则更有可能将国家和政府目标视为自身目标,与国家安全部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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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改善社群安全的意愿便更强。① 相反,便会对国家安全部门产生不信

任。② 政治文化路径克服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拘泥于客观安全服务绩效的

局限,引入了对公民主观政治态度的考察,也将分析层次下沉到个体层面,

但对国家宏观层面因素的影响仍然关注不足。

政治文化路径聚焦于人们针对特定政治对象的偏好、情感与认知③,认

知/社会心理学路径则关注人类更深层而普遍的心理机制,例如将人格、道

德/价值、个体经历等视作塑造安全部门信任的主要因素。价值观如同透

镜,使不同个体面对相同信息时产生异质性的心理反应④,人们的风险偏好、

威权人格等因素均会导致国家安全部门信任水平的差异⑤。这一路径也认

为个体政治观念的形成取决于人们如何认知和接触世界⑥,主张公民接触政

府安全部门的经历将深刻影响其安全部门信任。公民因寻求帮助而主动联

系安全部门的正面接触会增加对后者的信心,因犯罪嫌疑而非自愿地、负面

地接触安全部门则会降低其信任。⑦ 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积极参与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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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区事务的公民对警察的信任水平更高。① 认知/社会心理学提供了理

性选择制度主义范式所主张的制度影响安全部门信任的具体机制,也试图

追溯政治文化范式的认知与行为根源,但对国家层面结构性因素关注仍不

足。尤其是在安全服务供给者林立的后冲突社会,公民对国家安全部门的

信任显然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上述三种分析路径无法有效解释后冲突社会国家安全部门信

任失灵的困境,原因在于它们大多基于发达国家或政权稳定的发展中国家

的经验。这些研究所暗含的前提假设之一,便是国家已垄断了安全服务供

给,安全服务的提供者本身并未被当作变量加以分析。然而在经历过内战

的后冲突社会,政府军、叛军和其他非国家行动者常常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提

供安全服务,国家无法在领土内垄断暴力,也无法垄断对公民安全服务的供

给。此时,后冲突社会形成了公共安全产品的竞争市场,公民对安全部门的

信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

(二)
 

公共安全产品的竞争市场

以布坎南、唐斯等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将国家视作公共产品服务交

易的市场,政府与市场、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在与公民的交易中并没有明确

的界限。② 特别是在国家并未建立起稳固统治的地区,国家需要与社会中其

他机构竞争社会控制权③,这其中也包括对暴力和安全服务的控制。因此,

围绕安全这一公共产品,在当今世界诸多政局不稳的后冲突社会,形成了以

国家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为供给方、以公民为需求方的竞争市场。

国家是天然的安全服务供给者。在刚经历过战乱、充斥着不安与利益

冲突的后冲突社会,如果公民无法得到安全保障,便会成为难民而遭受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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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或加入武装力量用暴力对抗暴力①,社会随时面临再次爆发战争的风

险。国家的责任是结束混乱和维护安全秩序。国家是人们在相互敌对的自

然状态下让渡出一部分权力所形成的利维坦,它拥有合法垄断暴力和规范

社会的权利,负责给众人提供集体安全②;提供公共安全是国家合法性的重

要来源③。国家供给可有效解决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和边际启动成本过高等

问题④,国家提供安全服务可以有效解决这类资源配置当中的市场失灵。

但在后冲突社会中,国家安全部门常在战争中受到重创,导致国家无法

有效垄断暴力、提供安全秩序。⑤ 一方面,国家安全部门作为内战主要参与

者,本身就是叛军打击的目标,战争使其实力严重受损,无力应对后冲突社

会中持续的暴力冲突。⑥ 另一方面,内战导致的国家分裂、人力和物质内耗

以及经济衰败严重削弱国家能力,导致国家安全部门失去对暴力的垄断。⑦

在暴力泛滥的后冲突社会中,警察、司法等国家安全部门运作困难,相较求助

于这些正式部门,诉诸私人暴力或加入更强有力的组织便可能成为公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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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安全的合理手段①,非国家安全提供者也可以顺势扩张势力范围。

虽然国家无法建立起有效统治,但并不意味着后冲突社会无人治理。②

相反,非政府武装会在后冲突社会兴起,在国家政权不稳固或缺失的地区,

代替国家提供公共服务。首先,非政府武装并不会因为内战结束而消失。

内战可能以停火而非某一方彻底被歼灭的形式结束,因此叛军在战后可能

暂停活动而非彻底消失;就算彻底摧毁叛军,国家在战后重建合法性时也可

能因安全部门的过度扩张而引起公众怨恨与不满,滋生新的反政府武装③;

有时,叛军也会赢得内战胜利,从而巩固在根据地的统治④。其次,内战对国

家安全部门的破坏也可能促使政府与叛军之外的非政府武装合作,为后者

提供发展契机。内战结束后,为了在财政、人员紧张的情况下快速恢复秩

序,保障公共安全,政府有时会将军队和警察的部分职能外包于私人武装力

量,弥补安全供给能力的不足。⑤ 再次,内战对社会结构的重塑有利于非政

府武装在战后的扩张。在内战双方高强度的战争动员下,政府军和反叛军

数量急剧上升,但战争结束后的经济萧条会导致失业率上升,这些人员在解

除武装后缺乏充足的再就业机会,便可能加入非政府武装团体。最终,这些

非政府武装团体持续发展壮大,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替代国家提供治安、行

政或其他公共服务,逐渐建立起统治权威。⑥ 这一现象的后果便是国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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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失去对暴力的垄断,如果公民意识到国家安全部门无力保障安全与秩序,

对国家安全部门逐渐失去信心,会转而接受非政府武装的安全服务。基于

此,本文提出第一个供实证检验的研究假设。

H1:
 

后冲突社会中,非政府武装数量越多,公民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

水平越低。

根据与政府间的关系,非政府武装可大致区分为反政府武装和亲政府

武装两类。反政府武装与政府武装的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公众对国家安

全部门的信任。首先,反政府武装的有组织暴力直接挑战国家安全部门的

权威,这本身就是国家无力提供有效安全服务的表现。其次,反政府武装控

制地区公民的安全威胁往往大于政府军控制区。① 当国家不再垄断暴力,制

度化程度较低且处于资源优势地位的反政府武装便可能在其势力范围内实

施掠夺、恐吓和屠杀等行为。② 公民则可能将这些安全威胁归咎于国家安全

部门的失职。最后,反政府武装也可能在占领区内替代政府治理社会,从而

侵蚀、分散国家的统治合法性。相关研究发现,为寻求当地公众支持和降低

对占领区的控制成本,一些反政府武装会提供税收、司法、行政和其他公共

治理服务,从而削弱公众对政府的支持。③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2:
 

后冲突社会中,反政府武装数量越多,公民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

水平越低。

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反政府武装对公众政府信任的影响,却对亲政府武

装的影响分析不足。亲政府武装与公众的安全部门信任间的关系较为复

杂。首先,与反政府武装作用机制类似,组织制度松散的亲政府武装同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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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滥用暴力的可能性。① 这可能是因为,其一,政府与亲政府武装之间的委

托-代理问题,政府资助并不等同于完全控制,亲政府武装有自身不同目标;

其二,政府资助可能是亲政府武装采用掠夺性手段的诱因。资源动员理论

认为民兵组织不需要从民众中募集资金、人员,因此与当地民众维持良好关

系的意愿更低。除此之外,亲政府武装的存在本身也意味着国家当前的军

事力量不足以独立保卫领土完整与和平,向公众释放出政府军不值得信任

与依靠的信号。② 其次,在国家无法有效治理的边缘地区,亲政府武装建立

起审判裁决和争端解决机制,替代国家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会增强公民抵

制叛军的动机,③并在以下方面有利于提高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度④。其一,

弥补内战中国家机构信任的损失,战争造成的社会失序致使公民丧失了对

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公民担忧国家在战时的掠夺政策是否会延续,此时亲

政府民兵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公共安全,帮助克服国家战后财政困境,缓解

公民对国家机构的不信任;其二,亲政府武装以私有化部门为主要形式,内

部腐败程度相对较轻,可能比国家垄断的公有部门具备更高的工作效率⑤;

其三,亲政府民兵的存在,有利于防止专制主义政体权力过度集中,有助于

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反对派,利于公众监督国家安全部门⑥。既有研究提供

了两个方向上的洞见,但多基于案例或单一国家分析,由此本文提出两个竞

争性的假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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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a:
 

后冲突社会中,亲政府武装数量越多,公民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

任水平越低。

H3b:
 

后冲突社会中,亲政府武装数量越多,公民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

任水平越高。

非政府武装对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影响可能在具有不同心理特征的群

体间存在异质性。既有社会心理范式的政府信任研究中,个体安全感知是

解释国家安全部门信任最重要的个体心理变量。当人们对其所处环境的安

全风险更加敏感、对暴力和犯罪更加恐惧并更怀疑社区邻里时,这种个体不

安全感会导致人们对国家安全部门评价更低。① 相反,当所处环境治安水平

提高,人们的安全感提升时,便会对国家安全部门予以更高评价。基于公众

在个体安全感上的差异,非政府武装对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削弱作用可能

存在个体层面的异质性。如前所述,非政府武装削弱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

重要内在逻辑,是公众将前者引起的安全威胁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的失职。

然而,这一逻辑成立的前提是公众主观上感受到不安全。如果公众并未感

知到强烈的安全风险,便很难触发他们将安全风险归咎于政府失职的心理

归因过程。相反,如果公民有着较强的不安全感,那么非政府武装的活跃便

非常可能促使公民将不安全感转化为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不信任。基于此,本

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4:
 

非政府武装对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削弱效应在个体安全感知较低

的公民身上更大。

除了非政府武装,传统社会组织也是代替国家提供安全服务的重要角

色。传统社会组织的存在首先是历史惯性的结果。本文所关注的被内战蹂

躏的国家往往带着“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等标签。殖民者曾在这些国家

实施“间接统治”战略,赋予传统社会组织广泛的地方治理权,但如果国家的

独立革命并未伴随深刻的社会变革,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会使传统社会组

织免于市场化冲击而长期保持稳定。此外,统治者控制社会的策略之一就

是赋予传统组织机构治理权,因为国家能力有限,政治领导人只能通过分配

更多资源的方式建立与传统社会组织的联系,以强化对地方的控制与动员能

① Jonathan
 

Jackson,
 

“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
 

Fear
 

of
 

Crim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44,
 

No.6,
 

2004,
 

pp.94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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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产生“国家蓄意强化那些实施与国家相反规则的机构”的怪异现象。①

关于传统社会机构对国家安全部门信任水平的影响,学界亦存在两种

对立的观点。首先,国家与社会机构争夺社会控制权,国家试图让民众服从

正式法律而非其他社会组织制定的规则,但在长期实行习惯法的地区,国家

安全部门推行法律规范的时候可能要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代表正式法律

的安全部门与代表习惯法的传统社会组织之间更多的是冲突而不是合作②,

因此传统社会组织替代国家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将会削弱公民对国家安全

部门信任。其次,国家在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机构、正式部门

与习惯法也可能形成某种互利的状态。③ 社区机构诸如部落酋长、宗族首领

和社区领袖与国家的互惠帮助构架克服以下三个方面障碍:其一,信任障

碍,同非国家武装类似,地方精英建立起自发组织的治安巡逻和冲突裁决系

统,强制执行某种社会规范,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可能加强公民对国家机

构的信心;其二,信息障碍,非正式法律与正式司法的相容性有利于增强公

民对其法律角色和义务的认识,国家与社区机构的合作也为国家了解基层

矛盾提供了具体信息④;其三,协调障碍,国家与社区的互利可能提升国家政

策的包容性,增加公民对政策的理解与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与传统社会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往往建立在国家能

力强大到足以主导并利用后者治理社会的基础之上,但在本文关注的被内

战蹂躏的国家,国家能力的相对不足和传统社会组织的强势使得二者之间

相互替代甚至对抗的可能性更大。一方面,在国家能力有限但传统社会秩

序强大的地区,政府无法满足公众对安全、秩序和公正的诉求,传统社会组

织替代国家提供这些公共品,公众便缺乏对国家安全部门的认知和信任。

另一方面,国家试图在这些区域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就必须借助警察、法院

①

②

③

④

乔尔·S·米格代尔著、李杨、郭一聪译:《社会中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66—72页。

Deborah
 

Isser,
 

ed.,
 

Customary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War-Torn
 

Societies,
 

Washington:
 

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11.
Blair

 

et
 

al.,
 

“Preventing
 

Rebel
 

Resurgence,”
 

pp.1-20;
 

Kate
 

Baldwin,
 

The
 

Paradox
 

of
 

Traditional
 

Chiefs
 

in
 

Democratic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Robert

 

A.Blair,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After
 

Civil
 

War:
 

Evidence
 

from
 

Liber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3,
 

No.2,
 

2019,
 

pp.36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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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机构,使民众服从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而非传统社会组织的地方性规则。

然而,这些传统社会组织会顽强抵抗国家取代旧有规则的努力,从而形成与

国家的对抗关系。①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并对反向假设保持开放。

H5:
 

后冲突社会中,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越大,公民对国家安全部门的

信任水平越低。

更进一步地,本文认为上述两种相反观点的出现部分由公民的社群身

份异质性造成。根据与传统社会组织的不同关系,可将公民分为两类,即传

统社会组织成员和非传统社会组织成员。当国家安全部门代表的正式规则

与传统社会组织代表的非正式规则发生接触、互动甚至交锋时,作为非正式

规则使用者、裁决者的传统社会组织成员可能面临更多利益、权力和价值观

的挑战②,因此对国家安全部门更不信任。相较之下,非传统社会组织成员

感受到的冲击更小。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
 

较之非传统社会组织的成员,传统社会组织成员对国家安全部门

的信任水平受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的负面作用更大。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同时关注了军事武装、警察和司法机构三类国家安

全部门。军事武装力量是国家垄断暴力的工具,具有保卫共同体免受他国

或其他武装团体侵害的功能,直接承担着维持后冲突社会和平稳定的责任。

警察和司法机构则分别负责维护社会秩序与裁决争端纠纷,以期帮助国家

在内战后增强国民忠诚、重建统治权威、抵御叛军入侵。③ 基于三个部门的

功能差异,非政府武装和传统社会组织对各部门公众信任的影响效应可能存

在异质性。其中,非政府武装更可能影响公众对军事武装与警察的信任。由

于军队和警察主要依靠强制力保障公众的和平与安全,而非政府武装作为有

组织的暴力集团,一方面可能直接挑战和平与安全,损伤军队与警察的治理绩

效;另一方面也可能在控制区域内替代军队和警察提供安全服务,从而竞争因

①

②

③

乔尔·S·米格代尔著、张长东、朱海雷、隋春波、陈玲译:《强社会与弱国家:第
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3页。

Robert
 

Blair
 

et
 

al.,
 

“Establishing
 

the
 

Rule
 

of
 

Law
 

in
 

Weak
 

and
 

War-Torn
 

State,”
  

pp.641-657.
Ana

 

Arjona,
 

Rebelocracy:
 

Social
 

Order
 

in
 

the
 

Colombian
 

Civil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Oliver
 

Kaplan,
 

Resisting
 

War:
 

How
 

Communities
 

Protect
 

Themsel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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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提升所产生的公众信任。传统社会组织则更可能影响公众对警察和司

法机构的信任。警察和司法部门主要借助成文法规制社会、解决纠纷,传统社

会组织则依靠习惯法发挥类似功能,因此在传统社会组织势力较强的区域,警

察和法院在执法、司法过程中很有可能与之发生冲突,从而削弱公众信任。

三、
 

研究设计

本文建立了2001—2019年,涵盖13个国家样本、35035个个体样本,涉

及17场内战的数据集。国家层次样本的选择依据首先是爆发过内战。内战

对中央政府权威带来极大挑战,对国家安全部门造成巨大破坏,可能在全国

范围内改变公民政治心态。内战数据主要来源于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COW)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UCDP)。① 其次是在战争结束后的0~10年内,该国家或地

区进行了国家安全部门合法性重建工作,例如提出国家安全部门改革措施

等,且有社会调查问卷统计了公民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评价。由于缺乏

调查数据,阿富汗、叙利亚、肯尼亚、中非、乍得等发生了较大规模战争的国

家没有纳入研究。在纳入分析的13个国家中,菲律宾、尼日利亚、苏丹和也

门发生了两次内战,详情见表1。

表1 战争及调查信息表

序号 战争名称
战争开始

时间

战争结束

时间
问卷调查时间

1 第二次菲律宾-摩洛战争 2000 2001 2002年亚洲民主晴雨表调查

2 第四次卢旺达战争 2001 2001 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

3 第三次菲律宾-摩洛战争 2003 2003
2005年、2010年 亚 洲 民 主 晴

雨表调查

①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https://correlatesofwar.org,
 

访问时间:2023
年5月18日;“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https://ucdp.uu.se,
 

访问时间:2023年

5月18日。其 中,内 战 数 据 来 源 于 COW 国 家 内 战 争 数 据 集(The
 

Intra-State
 

War
 

DatabaseV5.1),入 侵 战 争 数 据 来 源 于 COW 国 家 间 战 争 数 据 集 (Inter-State
 

War
 

DatabaseV4.0)。另外关于土耳其库尔德战争的数据则由UCDP数据库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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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战争名称
战争开始

时间

战争结束

时间
问卷调查时间

4
利比里亚-利比里亚人和

解与民主联盟战争
2002 2003 2008年非洲民主晴雨表调查

5
尼日利亚基督教-穆斯林

冲突
2004 2004

2005年、2007年、2008年非洲

民主晴雨表调查

6 也门第一次胡塞内乱 2004 2005 2007年阿拉伯民主晴雨表调查

7 尼泊尔内战 2001 2006 2013年南亚民主调查

8 苏丹达尔富尔叛乱 2003 2006 2010年阿拉伯民主晴雨表调查

9 也门第二次胡塞叛乱 2007 2008 2011年阿拉伯民主晴雨表调查

10 斯里兰卡内战 2006 2009 2013年南亚民主调查

11 第二次科特迪瓦战争 2011 2011
2013年、2015年 非 洲 民 主 晴

雨表调查

12 利比亚内战 2011 2011 2014年阿拉伯民主晴雨表调查

13 北马里战争 2012 2013
2015年、2018年 非 洲 民 主 晴

雨表调查

14 库尔德-土耳其冲突 2010 2013 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

15 伊拉克逊尼派叛乱 2011 2014 2018年阿拉伯民主晴雨表调查

16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冲突 2013 2015①
2015年、2018年 非 洲 民 主 晴

雨表调查

17 苏丹革命阵线叛乱 2011 2019② 2019年非洲民主晴雨表调查

  表格来源:笔者自制。

①

②

由于COW数据库统计时间范围为1816—2014年,尼日利亚“博科圣地”战争结

束时间定为尼日利亚国防总部新闻主任 Rabe
 

Abubakar于2015年9月 宣 布 Boko
 

Haram所有营 地 被 摧 毁,按 照 COW 标 准 此 时 战 争 转 为 零 星 冲 突 阶 段。详 情 参 见

Nnenna
 

Ibeh,
 

“Boko
 

Haram
 

camps
 

‘wiped
 

out’—Nigerian
 

military,”
 

Premium
 

Times,
 

September
 

9,
 

2015,
 

https://www.premiumtimesng.com/news/top-news/189748-boko-
haram-camps-wiped-out-nigerian-military.html,

 

访问时间:2023年5月18日。
由于COW数据库统计时间范围为1816—2014年,苏丹革命阵线叛乱结束时间

定为苏丹革命阵线领导人el-Hadi
 

Idris与苏丹国家元首Hemetti于2019年10月签署停

火协议。详情参见“SRF
 

rebels,
 

Sudan
 

govt
 

sign
 

agreement
 

in
 

Juba,”
 

Dabanga
 

Radio
 

TV
 

Online,
 

October
 

10,
 

2019,
 

https://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

srf-rebels-sudan-govt-sign-agreement-in-juba,
 

访问时间:202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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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关注国家和个体两个层次因素对公众信任的影响,二者存在

明显的多层嵌套关系,且用于测量信任的变量属于定序变量,因此使用有序

logistic分层线性模型进行量化检验。首先,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难以区分

个体因素与集体因素的影响,但有序logistic分层线性模型能分离出不同层

次分组的组间差异(国家层次间变量差异)和组内差异(个体层次间变量差

异),并通过识别回归结果方差中组间差异的比例估计出国家层次因素的解

释力。其次,多层嵌套结构的数据存在误差项方差不恒定、不呈正态分布和

不同层次变量间高度相关等问题,不满足最小二乘法回归的适用前提。有

序logistic分层线性模型在每个国家层次分组上单独运行个体层次模型,最

大程度上将层次间变量相关性的影响降至最低,从而克服社会科学统计中

常见的生态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和简化论谬误(Reductionism)。① 海外

政治学实证研究常将这一模型用于分析宏观、中观层次变量对公众个体政

治参与的影响②,国内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也有学者将该模型用于对政治

信任的分析③。

(一)
 

因变量

因变量“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数据来源于亚洲民主晴雨表(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④、非洲民主晴雨表(Afrobarometer,
 

Afro)⑤、阿

①

②

③

④

⑤

郭志刚:《分析单位,
 

分层结构,
 

分层模型》,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编:《北京大学

社会学学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108页。

Hye-Jin
 

Paek
 

et
 

al.,
 

“Local
 

New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of
 

Contextual
 

and
 

Cross-Level
 

Effec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82,
 

No.3,
 

2005,
 

pp.587-606;
 

B.
Joon

 

Kim
 

et
 

al.,
 

“Civic
 

Engagement
 

and
 

Internet
 

Use
 

in
 

Local
 

Governanc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Local
 

Community
 

Groups,”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Vol.43,
 

No.7,
 

2011,
 

pp.807-835.
任弢:《政府信息可得性、治理能力与政治信任》,载《人文杂志》,2018年第3期,

第104—111页。
“Asian

 

Barometer,”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
 

访问时间:2023年5月

18日。
“Afrobarometer,”

 

https://afrobarometer.org,
 

访问时间:202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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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民主晴雨表(Arab
 

Barometer,
 

Arab)①、南亚民主调查(The
 

Lokniti
 

Programme
 

for
 

Comparative
 

Democracy,
 

Lokniti)②和 世 界 价 值 观 调 查

(World
 

Values
 

Survey,
 

WVS)③。这些数据库分别提供了对亚洲、非洲、阿

拉伯、南亚和全球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的调查。本文关注

的国家安全部门主要包括警察、司法机构和军事武装。在上述数据库中,测

量公众对安全部门信任水平的对应问题为“请问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公共

安全部门(警察)、司法机关(法院)和武装力量(军队)”。来自不同调查项目

的原始数据对这些因变量的编码规则并不相同④,本文处理数据后得到对三

个安全部门从“一点也不信任”(值为0)到“非常信任”(值为3)的递增定序

变量。

图1、2、3分别报告了部分国家公民对警察、司法机构和军事武装的平均

图1 部分国家公民对警察的信任水平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①

②

③

④

“Arab
 

Barometer,”
 

https://www.arabbarometer.org,
 

访问时间:2023年5月

18日。
“Lokniti,”

 

https://www.lokniti.org,
 

访问时间:2023年5月18日。
“WVS

 

Database,”
 

https://www.worldvaluessurvey.org,
 

访问时间:2023年5
月18日。

其中,在Afro数据库中,安全机构信任程度被编码为从0到3的递增定序变量,
在Arab、Lokniti数据库中则是从1到4的递减定序变量。在 WVS2002、2007、2018和

ABS2010年调查中,这一变量同样被界定为从1到4的递减定序变量,但在ABS2005年

调查中则为从1到4的递增定序变量,在 WVS2008年调查中则为从0到3的递减定序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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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部分国家公民对司法机构的信任水平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图3 部分国家公民对军事武装的信任水平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信任水平,不难看出公民对三个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本文将在实证部分分别报告三个国家安全部门各自的回归结果,以展现其

影响因素的差异。

有序logistic分层线性模型需要因变量在国家层次样本间存在足够的

差异。为检验这一模型适用前提,本文首先建立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检验

组内相关系数(Inter-Observer
 

Reliability,
 

ICC)大小,以警察、司法机构和

军队信任为因变量的ICC结果见表2。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因变

量在国家层次组间存在较大差异(ICC大于0.1)。国家层次的组间差异分

别能够解释公众对警察、司法和军队信任水平差异的19.15%、12.5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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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3%,其余的80.85%、87.42%和78.47%需通过个体层次的组内差异解

释,数据存在嵌套结构,有必要通过有序logistic分层线性模型识别国家层

次因素的影响。

表2 单因素方差分析ICC结果表

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
空模型1
警察信任

空模型2
法院信任

空模型3
军队信任

国家层次方差 0.1915 0.1258 0.2153

个体层次方差 0.9217 0.9034 0.9416

ICC 0.1720 0.1223 0.1861

Log-likelihood -47117.637 -44472.724 -38107.985

样本量 34141 32462 27398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二)
 

自变量和调节变量

自变量“反政府武装数量”的数据来源于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项目数据

库(Th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
 

ACLED)①,

ACLED记录了1997年至今全球范围内255389条报道的政治暴力和抗议事

件的信息。参照衡量反政府武装的常见方法,本文通过记录从战争结束年份

到问卷调查年份发生的政治暴力中,与政府军和警察冲突的武装组织个数,以

得出反政府武装数量。②
 

自变量“亲政府武装数量”的数据来源于亲政府民兵

数据库(Pro-Government
 

Militias
 

Database,
 

PGMD)。该数据库将亲政府

武装定义为“由国家政府资助的装备武器的有组织的非正规安全部队”。③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以从战争结束年份到问卷调查年份该国存在亲政府武

①

②

③

“ACLED,”
 

https://acleddata.com/about-acled,
 

访问时间:2023年5月18日。

Hanne
 

Fjelde
 

and
 

Desirée
 

Nilsson,
 

“Rebels
 

Against
 

Rebels:
 

Explaining
 

Violence
 

Between
 

Rebel
 

Group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6,
 

No.4,
 

2012,
 

pp.604-
628.

Sabine
 

C
 

Carey
 

et
 

al.,
 

“States,
 

the
 

Security
 

Sector,
 

and
 

the
 

Monopoly
 

of
 

Violence:
 

A
 

New
 

Database
 

on
 

Pro-Government
 

Militia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0,
 

No.2,
 

2013,
 

pp.24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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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个数进行衡量。① 自变量“非政府武装总数”由上述两个自变量相加后得出。
自变量“传统 社 会 组 织 影 响 力”的 数 据 来 源 于 民 主 多 样 性 数 据 库

(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② 本文以问题项“如果现政权失去了特

定团体的支持,政权将有多大的可能性崩溃”测量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该

问题的选项有农业精英、民族或种族团体、宗教团体和地方精英等共13个团

体,崩溃可能性取值范围为0%~100%,数值是当地区域国别研究专家依据

历史国情给出的主观打分。③ 乔尔·米格代尔(Joel
 

S.Migdal)曾指出,国家

会和地方酋长、地主、富农和部落首领等争夺社会控制权④,因此本文以该问

题项中的农业精英、民族或种族团体、宗教团体以及地方精英(包括传统酋

长)的影响力总和衡量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
调节变量“个体安全感知”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等个体数据中的问题项

“您是否经常在家/社区中担心被犯罪行为威胁”,数据处理后得到从“经常”
(赋值为0)到“从来不”(赋值为4)的安全感知变量,数值越大则安全感越强。
调节变量“是否为传统社会组织成员”的数据来自问题项“您是否为族群共

同体组织/宗教协会成员或领袖”,本文将回答为“活跃成员”和“领导者”的
样本识别为“是传统社会组织成员”(赋值为1),将回答为“非成员”识别为

“非传统社会组织成员”(赋值为0)。

(三)
 

控制变量

我们在文献综述部分已经论述了与国家安全信任相关研究的常见控制

变量。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控制了国家层次和个体层次相关因素的影响,对
控制变量的衡量方法见表3。

①

②

③

④

Neil
 

J.Mitchel
 

et
 

al.,
 

“The
 

Impact
 

of
 

Pro-Government
 

Militias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40,
 

No.5,
 

2014,
 

pp.812-836;
 

Paul
 

Staniland,
 

“Militias,
 

Ideology,
 

and
 

the
 

Stat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9,
 

No.5,
 

2015,
 

pp.770-793.
“V-Dem,”

 

https://www.v-dem.net,
 

访问时间:2023年5月18日。

Michael
 

Coppedge
 

et
 

al.,
 

“V-Dem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with
 

Other
 

Measurement
 

Projects,”
 

SSRN,
 

April
 

13,
 

2017,
 

http://dx.doi.org/10.2139/ssrn.2951014,
 

访问时

间:2023年5月18日。
乔尔·S·米格代尔著、李杨、郭一聪译:《社会中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3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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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控制变量衡量方法

变量 衡量方法 变量值

个体层次

性别 受访者的性别 0男;1女

年龄 年龄 16~109岁

受教育

程度
受访者取得的最高学历

1小学及以下;
 

2中学;
 

3大学

及以上

主要族群 按族群人数比例判断是否为主要族群 0否;
 

1是

民主程度

评价
受访者对国家民主程度评价

1非民主;
 

2民主但存在大问题;
 

3民主但存在小问题;
 

4完全民主

国家层次

外国发展

援助

依据现价美元计算的官方接受的外

国发展援助总额,取对数
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战争死亡

人数

战争双方死亡的战斗人员数量,取
对数

来源于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

军费支出 军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0%~100%;

 

来源于世界发展指

数数据库

人均GDP
依据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 GDP,取
对数

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族群分裂

指数
随机抽取两个不同族群个体的概率

0~1;
 

来源于族群分化历史指

数数据库

战争结束

时长

信任测量年份与战争结束年 份 的

差值
0~7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个体层次控制变量数据全部来自调查问卷,我们控制了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是否为主要族群”“民主程度评价”。① 民

主程度感知体现为公民对政权合法性的整体性评价,合法性对代表强制力

① 其中受教育程度在亚洲民主晴雨表数据库中分为10类,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

分为9类,在阿伯拉晴雨表数据库中分为7类,为了统一标准,我们将受教育程度分为

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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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安全部门至关重要;执法部门接受公共监督和遵守法律规章的意愿会

影响公民对国家安全部门的评价。①

国家层次控制变量中与国家发展相关的控制变量“外国发展援助”“军

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The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我们以调查问卷发放年份的

数据作为国家层次控制变量的数据。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等人发现外部行为者及其援助会促进东道国提供安全、卫生和社会

保障等公共物品。② 外部援助也会显著提升法治环境建设和国家治理能

力③,从而降低当地暴力冲突和犯罪发生率,提升公民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

心④。军费支出对国家安全部门的影响较复杂。高额军费支出会直接强化

国家军事武装力量,提升政府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在高强度内部动乱

或外部威胁下,国家往往有更强的动力增加军费支出,也就是说高军费支出

的环境有可能意味着其社会暴力水平较高。⑤ 在后冲突社会中,国家也会降

低军费支出,以此向叛乱分子发出寻求和平的信号。⑥ 人均GDP代表了国家

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生活水平,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助于增加国家公共产品

供给能力,提升人均资源占有量,从而有效降低冲突和暴力发生的风险⑦,进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Mike
 

Hough,
 

“Moderniz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Some
 

Criminal
 

Justice
 

Paradoxes,”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9,
 

No.2,
 

2003,
 

pp.143-155.
Stephen

 

D.Krasner
 

and
 

Thomas
 

Risse,
 

“External
 

actors,
 

State-Building,
 

and
 

Service
 

Provision
 

in
 

Areas
 

of
 

Limited
 

Statehood,”
 

Governance,
 

Vol.27,
 

No.4,
 

2014,
 

pp.545-567.
Aila

 

M.Matanock,
 

“Governance
 

Delegation
 

Agreements:
 

Shared
 

Sovereignty
 

as
 

a
 

Substitute
 

for
 

Limited
 

Statehood,”
 

Governance,
 

Vol.27,
 

No.4,
 

2014,
 

pp.589-612.
Julien

 

Barbara,
 

“Antipodean
 

Statebuilding:
 

The
 

Regional
 

Assistance
 

Mission
 

to
 

Solomon
 

Islands
 

and
 

Australian
 

Intervention
 

in
 

the
 

South
 

Pacific,”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Vol.2,
 

No.2,
 

2008,
 

pp.123-149.
Joshua

 

Aizenman
 

and
 

Reuven
 

Glick,
 

“Military
 

Expenditure,
 

Threats,
 

and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15,
 

No.2,
 

2006,
 

pp.129-155.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Vol.7,
 

No.1,
 

2006,
 

pp.89-107.
Paul

 

Collier
 

et
 

al.,
 

“Post-Conflict
 

Risk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5,
 

No.4,
 

2008,
 

pp.46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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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众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水平。

国家层次控制变量中“战争死亡人数”的数据来源于 COW 数据库,

COW记录了战争双方因战斗造成死亡的战斗人员数量,这与迈克尔·吉利

根(Michael
 

J.Gilligan)等人用战争死亡人数衡量战争暴力程度类似。① 亚

历桑德拉·卡萨尔(Alessandra
 

Cassar)等人的研究证实了经受过暴力的公

民的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水平往往更低。战争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社会规

范,随处可见的施暴者极大地降低了公民的安全感,暴力受害者会产生过度

警惕的情绪以及对社会成员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不信任感②,因此战争的强度

也将影响战后公民的国家安全部门信任水平。

国家层次控制变量中“族群分化指数”的数据来源于族群分化历史指数

数据库(Historical
 

Index
 

of
 

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Dataset,
 

HIEF),该数

据库提供了1945—2013年间全球165个国家的族群分化指数③,计算方法

采用 族 群 研 究 中 广 泛 运 用 的 赫 芬 达 尔 指 数(Herfindahl
 

Concentration
 

Index)④,该指数反映了在一个国家中随机抽取两个不属于同一族群的个体

的概率。族群分化指数显著影响了社会凝聚力⑤、公共产品供给⑥和暴力冲

突强度⑦,因为撕裂的族群身份与不公平和仇恨息息相关,这些因素都会影

响公共安全服务的供给、个体安全感知水平,进而影响公民对国家安全部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Michael
 

J.Gilligan
 

et
 

al.,
 

“Civil
 

War
 

and
 

Social
 

Cohesion:
 

Lab-in-the-Field
 

Evidence
 

from
 

Nep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8,
 

No.3,
 

2014,
 

pp.604-619.
Alessandra

 

Cassar
 

et
 

al.,
 

“Legacies
 

of
 

Violence:
 

Trust
 

and
 

Marke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18,
 

No.3,
 

2013,
 

pp.285-318.
Lenka

 

Dražanová,
 

“Introducing
 

the
 

Historical
 

Index
 

of
 

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HIEF)
 

Dataset:
 

Accounting
 

for
 

Longitudinal
 

Changes
 

in
 

Ethnic
 

Diversity,”
 

Journal
 

of
 

Open
 

Humanities
 

Data,
 

Vol.6,
 

No.1,
 

2020,
 

pp.6-13.
Stephen

 

A.Rhoades,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Vol.79,
 

No.3,
 

1993,
 

pp.188-189.
Joan

 

Esteban,
 

Debraj
 

Ray,
 

“Linking
 

Conflict
 

to
 

Inequality
 

and
 

Polar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1,
 

No.4,
 

2011,
 

pp.1345-1374.
John

 

Chamberlin,
 

“Provision
 

of
 

Collective
 

Goods
 

as
 

a
 

Function
 

of
 

Group
 

Siz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8,
 

No.2,
 

1974,
 

pp.707-716.
Joan

 

Esteban
 

et
 

al.,
 

“Ethnicity
 

and
 

Conflict:
 

An
 

Empirical
 

Stud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2,
 

No.4,
 

2012,
 

pp.1310-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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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还控制了从战争结束到测量信任的时间间隔。首

先,这一时间间隔会直接影响政治信任,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受战争冲击的效

果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其次,停战到测量信任的时间长度也会

影响非政府武装的数量,更长的和平时间有利于政府重建权威并逐渐消灭

叛军。但从数据测量的角度看,在识别非政府武装数量时,纳入的时间范围

越长,识别出的非政府武装数量也越多。

我们提供了上述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见表4。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警察信任 34141 1.3883 1.0748 0 3

法院信任 32462
 

1.7102 1.0129 0 3

军队信任 27398 1.4937 1.0853 0 3

非政府武装总数 35035
 

22.1416 10.8466 6 51

反政府武装数量 29743 14.5559 8.7273 2
 

38

亲政府武装数量 35035 7.5039 5.2697 0
 

19

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 33788 0.2807 0.1185 0.0667 0.51

个体安全感知 28866 2.9882 1.2231 0 4

传统社会组织成员 30430
 

0.3919 0.4882 0 1

性别 35035 0.4947 0.4999 0 1

年龄 34948 36.2144 13.8730 16 109

受教育程度 33649
 

1.7627 0.7098 1 3

主要族群 18661 0.3218 0.4672 0 1

民主水平感知 30827
 

2.3649 0.8644 1 4

外国发展援助 35035 20.9225 0.7975 19.1639 22.5798

战争死亡人数 35035 8.0506 1.1625 6.9078 10.8198

军费支出占GDP比重 33497 2.0702 2.8862 0.3709 15.4796

人均GDP 35035 7.5313 0.8367 6.0578 9.1494

族群分裂指数 35035 0.6673 0.2438 0.128 0.889

战争结束时长 35035 3.3895 1.9323 0 7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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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模型设计

有序logistic分层线性模型设定如下。个体层次模型:

Yij =β0j +β1jXij +eij (1)

  其中,Yij 表示i国第j个公民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程度,Xij 为个体

层次解释变量,β1j 为其回归系数,β0j 为截距项,eij 为随机误差项。值得注

意的是,受国家层次变量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分组间,个体层次模型的回

归系数β1j 和截距项β0j 存在差异,因此还需设定国家层次模型如下:

β0j =γ00
 +γ01

 Wj +μ0j (2)

β1j =γ10
 +γ11Wj

 +μ1j (3)

  式(2)和式(3)分别是因变量为个体层次模型截距项(β0j)和回归系数

(β1j)的国家层次模型。其中,Wj 为国家层次自变量,γ00 和γ10 分别为两个

国家层次模型的截距项,γ01 和γ11 分别是联结国家层次自变量与个体层次

模型截距项和回归系数的回归系数,μ0j 和μ1j 为随机误差项。

将式(2)、式(3)式带入式(1)得到组合形式模型:

Yij =γ00+γ01Wj +u0j +(γ10+γ11Wj +μ1j)Xij +eij (4)

  有序logistic回归采用累积logit模型,Yij 的累积概率是指Yij 落在某

一个特定点上的概率,当因变量国家安全部门信任水平结果为m 类别时,其

累积概率pm 为:

pm =p(Y ≤m x)=p1+Λ+pm (m=1,2,3,4) (5)

  其累积概率模型为①:

Logit(pm)=ln pm
1-pm  

=τm -[γ00+γ01Wj +u0j +(γ10+γ11Wj +μ1j)Xij]  (6)

四、
 

实证分析

表5中模型1、2、3分别是结果变量为警察信任、法院信任和军队信任的

① Allison
 

M.Timberlake,
 

Sample
 

Size
 

in
 

Ordinal
 

Logistic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Atlanta: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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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 非政府武装总数与安全部门信任简易结果表

因变量

自变量          

模型1
警察信任

模型2
法院信任

模型3
军队信任

非政府武装总数
0.9786** 0.9933 1.0599**

(0.0080) (0.0171) (0.0180)

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
0.0007*** 0.6861 0.9551

(0.0007) 1.4229 1.7988

个体安全感知
1.0936*** 1.1159*** 1.1013***

(0.0121) (0.0120) (0.0134)

Log-likelihood -31972.058 -33012.585 -24505.338

样本量 26280 25836 20232

  注:作者自制。模型采用有约束最大似然估计法(Restricte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报告发生比率(odds
 

ratio);采用Raudenbush
 

&
 

Bryk法计算方差消减比例;括号内为标准误,***p<

0.001,**p<0.01;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VIF<10;所有模型均控制调查固定效应。模型中纳入了

所有国家和个体层次控制变量,但因篇幅有限,仅呈现包含所有自变量的简易结果表。

随机截距模型,用以估计非政府武装总数、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和个体安全

感知对安全部门信任的影响效应。本文使用有序logistic回归进行拟合,输

出结果为发生比率(Odds
 

Ratios)。模型1中自变量非政府武装总数所输出

的发生比率值为0.9786,且在95%以上的置信区间显著,表明非政府武装总

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公众警察信任提升一个等级的可能性下降为原先的

0.9786倍,这意味着非政府武装数量的增加削弱了公众的警察信任。同样

地,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的发生比率也小于1,结果同样显著,表明传统社会

组织影响力的增加也会削弱公众的警察信任。相较之下,所有模型中个体

安全感知的发生比率均显著大于1,说明个体安全感知的提升有效增加了公

民对警察、法院和军队的信任,符合已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心理学范

式的研究结论。① 在模型3中,非政府武装总数的发生比率显著大于1,表明

非政府武装总数的增加会提升人们对军队的信任。表5呈现出较为矛盾的

实证结果,因而无法为假设1提供较为明确的证据支撑。然而值得注意的

① Ben
 

Seyd,
 

“How
 

Do
 

Citizens
 

Evaluate
 

Public
 

Officials?
 

The
 

Role
 

of
 

Performance
 

and
 

Expectations
 

on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Studies,
 

Vol.63,
 

2015,
 

pp.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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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模型中的非政府武装总数同时包含了亲政府武装和反政府武装,二

者对国家安全部门信任存在不同的影响逻辑。即使非政府武装总数一致,

反政府武装占绝对多数与亲政府武装占绝对多数两种情形对公众信任造成

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因此还需进一步分析两种不同的非政府武装对安全部

门信任的具体影响效应。

表6中模型4、6、8是用来分析反政府武装数量、亲政府武装数量、传统

社会组织影响力和个体安全感知影响效应的随机截距模型,模型5、7、9则是

添加了个体安全感知(个体层次变量)和非政府武装数量(国家层次变量)间

跨层交互项的随机系数模型,用以估计个体安全感知对国家安全部门信任

的影响效应受非政府武装数量的调节。

表6 有序logistic分层线性模型回归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模型4
警察信任

模型5
警察信任

模型6
法院信任

模型7
法院信任

模型8
军队信任

模型9
军队信任

反政府武

装数量

0.9744*** 0.9778 0.9880 1.0050 1.0398 0.9435

(0.0068) (0.01634) (0.0167) (0.0180) (0.0274) (0.0292)

亲政府武

装数量

0.9452*** 0.8918*** 0.9525 0.9576 1.0007 0.7757***

(0.01424) (0.0237) (0.0347) (0.0357) (0.0640) (0.0469)

传统社会

组织影响力

0.0003*** 0.2446 0.1844

(0.0003) (0.5212) (0.4688)

个体安全感知
1.0937*** 0.9497 1.1158*** 1.3685** 1.1011*** 0.9707

(0.0121) (0.1018) (0.0120) (0.1634) (0.0134) (0.0759)

跨层交互项:参照个体安全感知=0

反政府武装

数量*个体

安全感知

1.0051

(0.0047)

0.9922

(0.0045)

1.004

(0.0033)

亲政府武装

数量*个体

安全感知

1.0101

(0.0085)

0.9881

(0.0088)

1.0126*

(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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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自变量   

模型4
警察信任

模型5
警察信任

模型6
法院信任

模型7
法院信任

模型8
军队信任

模型9
军队信任

国家层次控制变量:

外国发展援助
0.9559 0.5769* 0.6837*

 

0.5728** 0
 

.6834 1.3454

(0.0745) (0.1309) (0.1287) (0.1218) (0.1876) (0.4565)

战争死亡人数
1.0997*

 

1.2806 1.5246*** 1.4836** 1.3320** 1.6464*

(0.0475) (0.1614) (0.1567) (0.1790) (0.1532) (0.3444)

军费支出
2.3252*** 1.0157 0.7883 0.6706** 2.7528*** 1.4326**

(0.1385) (0.0698) (0.1119) (0.0918) (0.5101) (0.1961)

人均GDP
1.6399*** 0.9437 0.8007 0.8073 0.8848 0.7633

(0.1635) (0.1603) (0.1918) (0.1324) (0.1933) (0.2511)

族群分化指数
0.6327 0.5262 0.4574 0.9254 2.5234 4.5988

(0.1669) (0.4919) (0.2901) (0.7317) (2.9298) (9.7799)

战争结束时长
0.9814 0.8990 0.9372 0.9121 0.9008 0.8235

0.0237 0.0626 0.0541 0.0592 0.0563 0.0953

个体层次控制变量:

性别
0.9853 0.9850 1.0725**

 

1.0700** 1.1945*** 1.1737***

(0.0229) (0.0224) (0.0248) (0.0247) (0.0318) (0.0303)

年龄
1.0011 1.0009 0.9992 0.9991 1.0006 1.0009

(0.0008) (0.0008) (0.0009) (0.0008) (0.0010) (0..0010)

受教育程度
0.8276*** 0.8256*** 0.9108*** 0.9087*** 0.9412** 0.9366**

(0.0155) (0.0151) (0.0170) (0.0170) (0.0202) (0.0195)

主要族群
1.5145*** 1.5295*** 1.2044*** 1.216*** 1.3791*** 1.3778***

(0.0520) (0.0525) (0.0406) (0.0410) (0.0529) (0.0527)

传统社会组织

成员

1.1511*** 1.1423*** 1.0811** 1.0790** 1.1163*** 1.1230***

(0.0308) (0.0299) (0.0283) (0.0282) (0.0344) (0.0336)

民主程度感知
1.5112*** 1.4886*** 1.5502*** 1.5442*** 1.5160*** 1.4976***

(0.0228) (0.0219) (0.0232) (0.0231) (0.0259) (0.0248)

方差成分分析:

国家层次方差 0.0126 / 0.0836 / 0.0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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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自变量   

模型4
警察信任

模型5
警察信任

模型6
法院信任

模型7
法院信任

模型8
军队信任

模型9
军队信任

方差消减比例:

国家层次 0.9342 / 0.3354 / 0.7575 /

Log-likelihood -31969.268
 

-33513.499-33011.797-32975.471-24504.92-26133.342

样本量
 

26280 27480 25836 25836 20232 21430

  注:作者自制。模型采用有约束最大似然估计法(Restricte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报告发生比率(odds
 

ratio);采用Raudenbush
 

&
 

Bryk法计算方差消减比例;括号内为标准误,***p<

0.001,**p<0.01,*p<0.05;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VIF<10;所有模型均控制调查固定效应。

在表6中,模型4里反政府武装的发生比率为0.9744,结果在95%以上

的置信区间显著,这意味着,公民对警察的信任水平随着反政府武装数量的

增加而下降。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反政府武装对公众信任的伤害。已有研

究发现,国家军队与叛军作战以及叛军招募活动所引发的大规模暴力会降

低公民对现政权的信任①,甚至促使公民向反叛者寻求保护以免于暴力侵

害②。类似地,亲政府武装数量的增加也在95%以上的置信区间引起人们对

警察信任水平的下降,这表明就算与政府不存在直接对抗,亲政府武装力量

依然不利于公众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的增加同样

会削弱警察信任水平,这呼应了关于传统非正式秩序与公民政治信任间存

在负相关关系的发现。③ 模型4的结果为假设2、假设3a和假设5提供了较

为可靠的经验证据支撑。此外,在所有模型中,个体安全感知的发生比率均

大于1,且均在95%以上的置信区间显著,再次验证了个体安全感对国家安

全部门信任的促进效应。

①

②

③

Reed
 

M
 

Wood
 

et
 

al.,
 

“Armed
 

Intervention
 

and
 

Civilian
 

Victimization
 

in
 

Intrastate
 

Conflic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9,
 

No.5,
 

2012,
 

pp.647-660;
 

Idean
 

Salehyan
 

et
 

al.,
 

“External
 

Rebel
 

Sponsorship
 

and
 

Civilian
 

Abuse,”
 

pp.633-661.
T.David

 

Mason
 

and
 

Dale
 

A.Kra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ath
 

Squads,”
 

pp.175-198.
Yunsong

 

Chen
 

et
 

al.,
 

“Guanxi
 

Networking,
 

Associational
 

Involve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9,
 

No.125,
 

2020,
 

pp.71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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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截距模型中,军队和法院的信任水平并未受到非国

家行为体的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三类国家安全部门本身的差异有关。首

先,在本文关注的后冲突社会背景下,尽管国家未能实现对暴力的垄断,但

较之内战仍是相对和平的时期,这意味着政府军的军事行动数量较少,对于

公众而言曝光率较低;其次,法院负责的司法诉讼需要公众投入较多的时间

与金钱成本,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法院接触的频率相对较低。对于公

众而言,警察相较于其他安全部门的可见性(Visibility)更高,公众对警察的

信任水平也更容易受到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

图4 跨层交互项调节效应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模型5、7、9是加入跨层次交互项的随机系数模型结果,展现了非政府武

装与个体安全感之间的交互作用。其中,亲政府武装在模型5和9中对警察

和军队信任在95%以上的置信区间上存在显著削弱作用。特别在模型9
中,亲政府武装与个体安全感的交互项的发生比率大于1,且在95%以上的

置信区间显,从图4中亦可见,当个体安全感较低时,亲政府武装数量对军队

信任影响的斜率更大。这表明亲政府武装对军队信任的削弱效应,在个体

安全感较低的公众身上更强。如前所述,亲政府武装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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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而非公众,但由于政府与亲政府武装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亲政府武装可能

存在难以约束的掠夺公众行为,公众则会将这种安全风险归咎于国家安全

部门的失职。当公众对安全风险的主观感知越强烈,这种心理归因过程效

应也就越明显,他们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水平也越容易被亲政府武装削

弱。因此,模型9的实证结果为假设4提供了佐证。

先前分析中验证了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对公众的警察信任的削弱作

用,本文继续通过随机截距模型,对传统社会组织成员和非传统社会组织成

员进行分组回归,以揭示这一效应在传统社会组织成员和非传统社会组织

成员间的异质性①,结果见表7。

表7 分组回归简易结果表

因变量

分组变量

自变量     
 

    

模型10
警察部队信任

非传统社会组织成员

模型11
警察部队信任

传统社会组织成员

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
0.0152*** 0.0112***

(0.0166) (0.0096)

Log-likelihood -16354.655 -11703.886
 

样本量 13812 9400

  注:作者自制。模型采用有约束最大似然估计法,报告发生比率;采用Raudenbush
 

&
 

Bryk法

计算方差消减比例;括号内为标准误,***p<0.001;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VIF<10;所有模型均

控制调查固定效应。模型中纳入了所有国家和个体层次控制变量,但因篇幅所限,仅呈现包含自

变量的简易结果表。

由模型10和模型11可知,当公民不是传统社会组织成员时,传统社会

组织影响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公民对警察的信任程度提高的可能性是原先

的0.0152倍;当公民是传统社会组织成员时则为0.0112倍。这表明,传统

社会组织成员的警察信任受到比非成员更强的负面影响。如前所述,警察

部门代表国家执行成文法律以规制地方社会,且直接位于现代国家和传统

社会间冲突的前线,无法避免与依靠传统习惯法维护秩序的传统社会组织

① 在模型3、5中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对法院和军事武装信任水平影响不显著,因
此不再检测其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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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矛盾。因此,长期接受传统习惯法约束的传统社会组织成员在面对警

察的规制时,更有可能产生不信任感。模型10和模型11的结果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对假设6提供证据支撑。

总体而言,基于有序logistic分层线性模型,反政府武装数量、亲政府武

装数量和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的增加都将削弱公众对警察的信任。跨层交

互项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个体安全感知会调节亲政府武装对公众的军队

信任的负面影响效应,亲政府武装数量的增加更容易削弱安全感较低公民

的军队信任。分组回归结果则表明,传统社会组织影响力对组织成员警察

信任的负面影响比对非组织成员更大。

五、
 

小结

对于刚刚结束战乱的后冲突社会,国家重建安全秩序、维持和平稳定离

不开公民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既有研究强调政府安全服务质量和公众

的个体、社群因素对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影响,但在被内战蹂躏的后冲突社

会,政府改革安全部门、改善公众互动的努力有时难以增进公众信心。在这

些能力有限的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会与政府竞争对安全服务的供给,影响公

众的国家安全部门信任,但这一因素却并未引起已有研究的充分重视。

本文分析了13个爆发过内战的国家的情况,证实了国家之外的替代性

公共安全供给者将削弱公众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

量化分析,弥补了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研究领域中跨国大样本分析的相对不

足,能够有效考察暴力垄断水平、社会组织、经济状况、冲突烈度等国家层面

的宏观差异如何影响公众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信任,并有助于检视国家层面

与个体层面因素的交互效应。具体而言,非政府武装力量会与政府竞争安

全供给,因此反政府武装和亲政府武装数量的增加都将引起公众对警察信

任的下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也发现,亲政府武装对军队信任的削弱效

应在个体安全感水平较低的公众中更强。传统社会组织则在规制社会的制

度规范上与政府形成竞争,其成员往往对警察抱有更加强烈的不信任感。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研究聚焦于后冲突社会中

国家安全部门的公众信任,将安全供给的非国家行动者(非政府武装和传统

社会组织)纳入考察范围。既有研究未充分重视国家无法有效垄断暴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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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供给的状况。特别在后冲突社会,战争中涌现的非国家行为体在战争

结束后继续与国家争夺对社会的统治权。本文揭示了国家及非国家行动者

共同构成的公共安全市场何以挑战弱战后国家的合法性,未来或可针对国

家与非国家行动者在安全以外的公共产品领域的竞争展开更多分析,以此

深入理解战后国家秩序重建、国家能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其次,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叛军等反政府武装提供治理对政府合法性的

侵蚀,却对来自亲政府武装的治理关注不足。本文的实证分析则表明,就算

亲政府武装并不意欲挑战政府的统治权威,也同样有损于公众的政府信任。

这提醒研究者与实践者对亲政府武装提供的安全与秩序保持审慎。另外,

既有研究往往只局限于特定的国家安全部门,本文依据安全功能的差异,分

别对军队、警察和司法机关三类国家安全部门的公众信任进行检验,发现亲

政府武装、反政府武装和传统社会势力因其所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类型的差

异,给不同国家安全部门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最后,本文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启发意义。其一,本文对话了冲突陷阱

(Conflict
 

Trap)理论,从政治心理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陷入内战的国家在未

来进一步爆发武装冲突的风险会飙升。冲突陷阱理论认为,内战削弱了经

济,摧残着国民,却造就了从冲突中获益的组织与领导人。经济的衰退阻碍

着大量年轻人的发展,给军阀和强人带来了潜在的动员招募资源,使他们有

能力再次发动战争。① 本文的分析表明,除了经济因素和动员结构,战后公

众对政府的信任本身也较为脆弱,这同样为日后冲突的爆发埋下隐患。因

此,对后冲突社会的国际援助应不局限于经济层面,也需对政府合法性的重

建予以重视。其二,战后国家的决策者应当在重建合法性的过程中平衡好

与非国家行为体间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战后国家常出于对制度绩效和

程序正义的重视,采取行政体制重塑的方式重建合法性②;或限于国家能力

①

②

Paul
 

Collier,
 

Breaking
 

the
 

Conflict
 

Trap:
 

Civil
 

War
 

and
 

Development
 

Policy,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3.
Louis-Alexandre

 

Berg,
 

“From
 

Weakness
 

to
 

Strength:
 

The
 

Political
 

Roots
 

of
 

Security
 

Sector
 

Reform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21,
 

No.2,
 

2014,
 

pp.149-164;
 

Christof
 

P.Kurz,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Analytical
 

Lense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Post-Conflict
 

Statebuilding
 

in
 

Sierra
 

Leone,”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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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采取“自下而上(Bottom-Up)”或“混合政治秩序(Hybrid
 

Political
 

Orders)”的方式,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治理社会①。本文的分析则表明,非

国家行为体的过度活跃有损政府合法性,决策者必须在与非国家行为体的

合作中充分掌握主动,避免政治权威遭遇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其三,从事

国际援助的第三方应把握适当援助力度,避免无意中削弱受援国的政府合

法性。除了非政府武装和传统社会组织,NGO也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公共

服务供给的竞争者。学者杰米·尼尔逊-努涅斯(Jami
 

Nelson-Nuñez)发现,当

NGO在后冲突地区开展的活动超过一定水平,将削弱公众联系当地政府的

积极性。② 因此,第三方组织在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也应重视对当地公共部

门的赋能,避免替代当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责任。简言之,实践者们需要

切实把握战后国家具体复杂的政治社会生态,通过开发国际安全援助与合

作的在地化实践,才能更好地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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